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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殊俗到慕化:汉晋时期的 

西南边疆族群历史书写 

孙骁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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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

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

《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

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

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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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族群研究领域中，历代史家对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对于古代史学思想流变以

及西南边疆民族形成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以往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史著为中心，主要探讨某一史家、史著、流

派或特定时代的具体历史意识。1从研究成果的时间脉络上看，呈现出由历史编纂和史学史的传统研究范式研究史家的著史思想，

过渡到史学理论影响下的历史意识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

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处理民族工作时“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

容差异性”。3 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两种路径。4但是，通过历史书写的研究方法，探讨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族群书写中隐含的民族共同体历史意识的研究，目

前尚少。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历代史书对于边疆族群的叙述从夷夏二元结构最终走向了“华夷一家”的统一式书写。从历

史书写的视角进行分析，西南边疆族群研究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代的历史书写中是如何成立的？ 

本文分析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史籍关于西南族群的历史书写，通过对传统夷夏观的观察，梳理史家对早期西南族群身份的定

位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文献分析与理论分析，以西南边疆族群书写为对象，探究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历史根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被发左衽：“蛮夷”身份的书写基调 

有关西南边疆族群的记载，现有史籍最早可以上溯到《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创作于西汉中期，是汉代最为强盛的历

史阶段。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关于西南夷风俗的记载如下： 

                                                        
1作者简介：孙骁，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云南边疆民族史

研究。王丹，女，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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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

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5 

《史记》中这段文字对于西南夷的概述简略而全面，内容包括汉初西南夷的分布范围、习俗以及生产方式。当时的西南夷

“君长以什数”，包括夜郎、滇、邛都、昆明、徙、筰等具体部落。西南夷在当时整体发展程度较低，仅在部分地区（如滇）农

业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出现了大型的聚落，但还没有形成城市。除了对西南夷风俗的描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了西南地区的

一段重要历史，即“庄蹻入滇”，司马迁对此事有这样一段描写： 

（庄蹻）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6 

在司马迁笔下，“庄蹻王滇”的历史进程，是通过“变服，从其俗”而最终实现的，即庄蹻最终接受了“夷俗”。由

“变”“从”等文字的使用可以看出，当时西南夷风俗一定是有别于中原风俗的，《西南夷列传》首次确认了“夷夏”二元体系

下西南地区各族群“夷”的身份，当时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族群作为“夷”的族群身份被首次书写。《史记》中此节明确体现出了

汉代史家所秉持的汉文化中心意识，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身份的书写基调。 

西汉在西南设益州郡，但东汉时期因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边疆地区，边疆防御体系呈现内缩趋势。汉灵帝时期，议郎蔡邕曾

言：“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7 应该说，东汉时国力的下降使得“华夷有别”思想有了更大

的政治影响，这一观念也在《汉书》中得到了明显反映。班固《汉书》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其中亦为西南夷做传。相比《史

记》而言，《汉书》中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顺位后移，处于列传最末。文本前半部除个别文字以外，基本照搬《史记·西南

夷列传》原文。而后半部分记武帝之后西南夷史事，并未涉及当地风土。除基本史事的记述外，范晔还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中集中书写了益州郡的数次反叛，史载： 

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后三岁，姑缯、叶榆复

反……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鉤町王以为侯……三边蛮夷愁扰尽

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8 

这段文字记载了益州郡从孝昭始元元年（前 86）至王莽篡位（约 6 年）之间发生的 4 次暴乱。该记载对于西南夷反抗事件

的叙述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用“反”字将西南夷反抗事件定性为西南夷对于中原王朝的叛乱。其二，用“民”“蛮

夷”“虏”等称谓指代益州西南夷群体。其三，对西南夷“叛乱”的具体情况往往一句略过，而对于中原王朝进行镇压的过程则

做详细描述。之所以出现这些特征，是由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秉持着“夷夏有别”的思想，将华夏置于主导地位，而

将益州郡视为从属于中原王朝的边陲，西南为未开化的“蛮夷”。从这一立场出发，西南夷的反抗即为不义的“叛乱”，华夏王

朝平定叛乱由此顺理成章。 

班固在《叙传》中，对西南夷有一句明确的描述和定位，曰：“西南外夷，别种殊俗。”9 可以看出，在对西南边疆族群的

风俗进行书写时，《汉书》受“夷夏有别”思想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严华夷之辩”的态度，这大大强化了后世史书书写

中的“礼别夷夏”意识。西南夷“殊俗”“多叛”的族群形象开始在史书中逐渐形成。 

在前四史中，《三国志》的历史书写十分特别。此书分立《吴书》《魏书》《蜀书》，别具一格。这自然与汉末以来持续了近百

年的割据局面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由一统走向分裂，随后又由分裂回归一统。在此过程中，历经亡国之痛的陈寿对于这段历史的

书写是委婉而悲郁的。《三国志》尊晋为正统，赵翼《廿二史剳记》称：“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

于晋，不得不尊晋也。”
10
但另一方面，陈寿生于蜀，早年亦仕于蜀，故而其书写中又有“不忘旧国之微意也”

11
。换言之，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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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下既有对华夏观念的表达，同时也有着对蜀汉政权的追念，这种双重的国家观念使得他对汉末以来华夷关系的书写具有了

二元性：即“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的共存，如《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载：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

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12 

从这段传记的书写中可以看出，陈寿接受并认可“夷夏有别”的观念。但需要指出，这仅仅是陈寿站在晋的立场对北方游牧

族群的书写。而当书写对象是西南边疆族群，特别是在对与蜀汉政权相关的诸族群进行书写时，陈寿的夷夏观念又有区别——

《三国志》未做西南夷传，西南族群的史事散见于其他传记，且多用曲笔，如《蜀书·后主传》载：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13 

在这段文字中，陈寿在政区概念上，将南中视为蜀汉治下的“四郡”，是经过“礼仪教化”后的内地郡县，而非未经开化的

蛮夷地区。既为“边郡”，那么西南夷在身份上就有别于被视作“久为边害”的匈奴，实际上也将西南区域从“四夷”的地域中

移除了。可以认为，陈寿在一定程度上是用“华夏”的身份来定义整体西南族群的。但是，陈寿也并未完全将西南族群等同于华

夏族群，如在《蜀书·谯周传》，陈寿引谯周语，称南中地区是“南方远夷之地”14；又如《蜀书·李恢传》中，陈寿或称西南诸

族为“南人”，或称为“南夷”15。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传记中都没有提及地方民俗，甚至没有刻意提及族别名称。可以看出，

受到双重国家观念的影响，陈寿对三国时期夷夏关系的书写具有明确的二元性。在整体华夏族群视野下，对北方族群采取“夷夏

有别”的基本书写基调，而面对西南地区族群时，陈寿将其视作“华夏”为主导的夷夏共同体，“用夏变夷”的书写基调表露无

遗。这两种书写基调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有着具体的表现，这看似矛盾的书写意识背后，隐藏的是陈寿政治身份的二元性。 

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永嘉之乱后，东晋王朝偏安一隅，面对北方地区内迁族群建立的诸多政权，

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南北对峙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试图恢复对北方族群的羁縻控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魏

晋时期史书的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范晔《后汉书》书较《史记》《汉书》而言更为全面，史料取材也更为广博，《宋书·范

晔传》中称“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16。范晔做《后汉书》，目的在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17，因此

在史料择选上十分精细，书写亦特别重视总结经验。 

就西南边疆族群史事而言，范氏的书写偏重记述诸族群的文化风俗，以及各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互动关系。《南蛮西南夷

列传》记载了滇池盆地的风貌及土产：“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

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
18
对于益州郡夷民反抗的记述也较为详细，记载了王莽政乱时期

益州郡反叛首领“栋蚕、若豆”等人的事迹，王莽派宁始将军廉丹镇压叛乱不克而返的过程，以及文奇太守在益州郡修建池塘，

灌溉垦田，受到夷民拥戴的事迹。19此外，范晔还记录了东汉建武十八年（42）一次规模浩大的反叛事件：“夷渠帅栋蚕与姑复、

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20 对于这场反叛事件的记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仍然延续了

《史记》的叙述模式，以记录中原王朝镇压叛乱的过程和结果为重点。在范晔笔下，蛮夷与汉王朝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范晔

认为，尽管西南夷“其人皆椎结左衽”21，但随着“往化既孚”，最终也可以实现“改襟输宝”。22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纷乱

的社会环境下，儒家精英更为关注当时的民族关系及边疆治理办法。范晔对边疆族群的关注是现实性的，也是划时代的。对于如

何恢复对边疆族群的羁縻控制，范氏从汉代经营西南夷的史实出发，做了更为积极的思考，他在传论中言道： 

（四夷）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兽居谓穴居。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

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23 

范晔认为，推行教化是改变蛮夷地区既有面貌的有效治理途径。比之《史记》《汉书》所秉持的“夷夏有别”观念，《后汉书》

的书写明显地反映出了“用夏变夷”的治边思想，同时也更为强烈地体现出魏晋时期儒家精英对再次实现“大一统”的迫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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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综合来看，前四史对西南夷早期史事的书写，基本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基调。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强调差异。以“礼”（礼俗、传统风俗）作为区分“夷”“夏”两个族群的基本标准。应该看到，正统观念对前四史

的书写基调影响是巨大的，在“华夏正统”的观点下，西南族群处于从属地位。以此为前提，史书中大多着力记述西南族群与中

原王朝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书写首先都是在强调夷俗的“殊”与“异”，但又并不注重刻画西南族群的风俗细节，而是着重凸

显西南族群风俗与汉俗的区别。换言之，前四史中除《三国志》因作者陈寿身份立场特殊，在书写西南时将其视为“华夏”文化

区域以外，其余三部史书均将西南边疆地区视作“蛮夷”文化区域。 

其二，强调统一。叙事偏重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教化”。早期史家的书写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在叙写西南族群风俗的时

候，主要刻画中原王朝对当地风俗的影响与改变，即通过“教化”来实现“用夏变夷”。强调文化的统一，突出夷夏身份的同一

性——用夏变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4此即《后汉书》所谓“往化既孚”，亦即实现以华夏文化为主导

的“大一统”。 

其三，因时而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的基本基调是以华夏为中心；

《汉书》对西南族群的历史书写反映出中原王朝“夷夏有别”“严华夷之辩”的观念；《三国志》既有“用夏变夷”，兼有“夷

夏有别”和“严华夷之辩”；《后汉书》则更为强调“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首先是“大一统”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

是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变化的真实写照。 

二、向义慕化：国家、个人与族群的文化视野 

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史料的分散与缺失。受资料所限，这一时期的史书书写也往往存在着

一些失实、失真的情况。此外，由于南北政权分立，彼此攻伐不断，进一步导致各国史书存在着不同的书写立场。诚如李延寿在

《北史·序传》中所称： 

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

能备，亦往往失实。25 

北朝历代政权与西南隔绝，除《周书》外，北朝史书大多不载西南族群史事。南朝国力相对孱弱，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也十

分有限，多以荆州刺史遥领西南。徐文德指出：“自晋永和三年以后至北周之亡然此二百余年，南北朝廷虽不能切实经营南中，

而欲声势浩大，故委命持节都督遥领宁州，亦足见中朝虽力不及，而未尝忘南中也。”26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秦汉以来由

中原移民构成的所谓“大姓”阶层，才是西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在史书中常以“多叛”的形象出现。可以认为，受政治格

局影响，南朝政权对于西南地区风土的认知也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史书中往往会有“失实”的情况存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的官修史书关于西南族群的记载大多引自前朝史志，或直接不述。仅有的一些记录散见于各朝

史书，如《南齐书·州郡志》载： 

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塉，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

有土反之虞。27 

南北朝时期，随着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汉文化在当地的地位逐渐上升，南中大姓的政治影响扩大。而西南边疆族群则逐

渐衰落，其文化与汉文化渐渐交融凝聚，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当时官修史书对西南地区风俗的记述也更偏重于当时，而非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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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时局多变，中原政权无暇顾及西南边地，故对有关西南族群的记录极少，且往往汉、夷并述，将整个西南族群视为“蛮

夷”。这是魏晋时期官修史书记述西南族群时的最大特点。 

魏晋时期现存典籍中记西南史事者，以东晋时期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详，史料保存也最为完备。与正史零散而稀少的

记录相反，《华阳国志》中所载西南史事十分丰富。该书作者常璩，生于蜀地，早年仕于成汉，对西南地区史料、风土十分熟悉。

是以该书史料大多取材于汉晋时期士人著作及常璩实地访查所获资料，史料价值极高。常璩后仕东晋，因未受重视，便一心著

史。其自称曰： 

恨璩才短，少无远及，不早援翰执素，广访博咨，流离困瘵，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馀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故虽有

所阙，犹愈于遗忘焉。
28
 

应该指出，常璩先后仕于成汉与东晋的经历对他的夷夏观念及历史意识有着较大的影响——衣冠南渡后，南方士族崛起，成

为东晋王朝实际的控制阶层。一方面，北方游牧族群建立起了诸多政权，开始对“华夏正统”形成强烈冲击，南方士族不得不承

认南北割据的现实；另一方面，南方政权仍以华夏正统自居，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蛮夷族群及巴蜀之人。常璩入晋之后，由于未

受重视，仕途渺茫，用数年时间撰成《华阳国志》，洪亮吉将其与《越绝书》并称为地方志之始。
29
其中有《南中志》一卷，文中

专记南中史事，资料翔实可信。凡九千余字，前段记南中史实，后段述各地地理政区沿革及人物。与官修史书不同，《华阳国志》

体现出了常璩强烈的地方乡土认同意识，他在《序志》中说： 

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曩遭厄运，函夏滔堙，李氏据蜀，兵连战结，

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惧益遐弃，城陴靡闻。乃考诸旧纪

先宿所传并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是，及自所闻，以着斯篇。又略言公孙述、《蜀书》、咸熙以来丧乱之事，约取《耆旧》

士女英彦，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30 

常璩的经历与陈寿十分相似，因此他的夷夏观念也与之相类，具有二元性。从文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认可中原中心观之下的

“夷夏有别”观念，但同时又将巴蜀视作是与中原一般无二的华夏区域，他在序传中反复提及“三州”（梁、益、宁）这一概念，

反映出了他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国家认同感。在《序志》中，常璩记录了自己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及写作过程。常璩深刻认识

到西南地区是大一统国家之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与现实存在，因此在文中刻意凸显出了自己作为西南士人的国

家认同意识——这正是他“验以《汉书》”，将西南“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的史事进行了完整书写的根本原因。 

常璩的这种夷夏观念，在《南中志》中有着更为完整的表达，史载：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规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夷人

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

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

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

为祸变，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31 

在常璩看来，南中在昔日是“夷越之地”，其俗“编发左衽”，这与当时的华夏之礼有明显不同。然而常璩的视野并未局限

在历史上的西南族群，而是更多放眼于当时“中国”体系下的夷夏族群的互动与文化凝聚。《南中志》中的“南人”仅指西南地

区的汉人，即“南中大姓”统领的汉人移民群体及其后裔，而“夷”则是“编发左衽”的边疆族群，是夷帅统领的“夷人”。在

特定的“夷汉杂居”这一历史背景下，两者实际上已通过通婚、结盟等方式成为政治共同体，即结成了所谓“百世遑耶”。32在

常璩笔下，蛮夷虽与华夏仍有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了“向义慕化”的态度和趋势，而绝非春秋时期楚国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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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蛮夷也，不与中原之号谥”33 式的文化对立。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以及地方政权的经营（如诸葛亮治理南中），蛮夷与华夏正

在走向凝聚与融合。常璩所书写的“夷”对于汉礼的敬慕（“夷甚重之”），实际上也表现出西南族群对华夏之礼的认可，以及

对国家“大一统”的明确认同。 

总体而言，《华阳国志》反映了自汉末以来至南北朝初期的西南地区士人阶层较为普遍的一种夷夏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是建

立在“大一统”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前提下，西南地区的“夷”与“夏”之间不再是完全隔绝的两个“别种殊俗”的群体，

而是在动态的凝聚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具有共同政治意识与道德文化倾向的地方族群。这是华、夷族群凝聚的直观表现，也是魏晋

时期“用夏变夷”思想的具体现实途径。应该说，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士人从西南自身的视角出发来描述这一过程，这既是对国

家“大一统”理念的追随，亦是对于西南“故土”情怀的自我表达与书写重塑。这两种并行意识构成了《华阳国志》中夷夏观念

的完整内核。 

将魏晋时期史籍与前四史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呈现数百年间史家关于西南族群身份书写方面发生的变化。其呈现出以下

几个特点： 

其一，史家对西南族群的认识随着夷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成为最主要的诱因：

当中原王朝选择“用夏变夷”的开发策略，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西南地区的族群结构逐渐产生了变化。34在此条件下，史书

对西南族群的记载就更为细化和具体，由此产生了“夷夏杂居”说；与之相反，当中原王朝采取“严华夷之辩”的策略时，西南

与中原的互动减少，史书对西南族群的记载也就逐渐转向了“蛮夷”说。所以，史书书写的差异，首先是由中原王朝的治边策略

以及西南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其二，出身西南地区的史家，相较其他史书作者更具有地方意识。《三国志》作者陈寿、《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早年都生于蜀

地，早年经历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对西南族群有着更为直观而深刻的认识。35在具体的书写中，出身西南的史家往往会将西南族群

视作“夷”“夏”交融的地方群体，而其他史家则通常会将西南视作一个蛮夷聚居区。但这并不是说两者对“夷”“夏”身份

的界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在传统史家笔下，“礼”是区别夷、夏的唯一标准，书写的不同仅仅与作者的经历与所处的视角有关。 

其三，从总体趋势来看，早期史家笔下的西南族群与中原族群始终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史家对

西南族群的书写也是随之而不断变化的。“用夏变夷”思想自先秦时期以来，在历代治国政策中都有所体现。36随着中原王朝在

西南地区的持续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文化也在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中原对西南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转变，反映在史

书的具体书写中，整体呈现出一种蛮夷地区逐渐汉化的过程，这是早期史家在“用夏变夷”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书写意识。 

总体而言，魏晋以来史书对西南族群及其风俗的书写，有意识地凸显了蛮夷族群的“汉化”，即强调在中原王朝的“教化”

之下西南族群的变化。而对于“殊俗”和“异种”，总体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这是“用夏变夷”与“礼别夷夏”等传统夷夏观

在族群书写中的真实反映。 

三、王朝国家早期的历史意识与西南族群书写 

夷夏观作为一种历史意识，是古代中原王朝地区的人们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产生的。在王权国家建立之初，随着国家疆域不

断发展，中原地区的人们开始有能力和机会接触到更远、更多的其他族群。语言、风俗的差异是族群之间必然存在的现实，如

《礼记·王制》所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即是最直观的例证。37 

族群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将不同族群合理地纳入“大一统”书写的范式之下，是古代史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现实

问题。38“夷夏”二元书写便是在这一问题之下产生的。需要明确的是，“夷夏”二元书写实际上与早期“大一统”思想并不矛

盾。在“服事制”观念引导下，只要王权可以通过藩属体系对“夷”进行册封，从而在名义上对“夷”拥有合法统治权，那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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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呈现的“夷”这一群体就是“大一统”国家的“王臣”，无论文化是否一致，“大一统”书写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大

一统”观念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先秦时期《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出“大一统”这一概念以来，“大一统”思想本身也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春秋公羊传》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统也。39 

这里所称的“大一统”强调的是以王权为核心的统一政治结构以及政令的整齐划一。至《汉书·王吉传》则云：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
40
 

到了宋代，胡安国则认为，“大一统”的内涵并不止于此，《胡氏春秋传》载： 

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

政无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书，而变礼乐、

革制度，则流放窜殛之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一也。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为政，谬于《春秋》大一统

之义矣。41 

按照胡安国的阐释，这时“大一统”概念实际上已经指向了王权、制度、文化的全面统一。在这一范畴之下，“夷”仅仅作

为“王臣”不能令“大一统”国家的书写要求得到成立，“夷”这一群体在文化上的异质性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族群文化的差

异与“大一统”观念所要求的全面统一在文本书写中是存在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夷夏有别”（华夷之辩、礼别华夏）

和“用夏变夷”作为不同时期的历史意识逐渐在历史书写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发挥了必要的补充指导作用。 

仍以西南族群书写为例。早期西南族群的活动区域地处“天下”的最外围，属于“荒服”“要服”地区。《史记》作四夷列

传，其中《西南夷列传》大致记载了西南夷的习俗，并叙述了庄蹻“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过程，最终以“滇受王印”作为

结局，完成了“大一统”的书写，在这一时期，夷夏文化的差异性尚未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直接影响；《汉书·叙传》中虽然

提出了“西南外夷，别种殊俗”，即强调“夷”“夏”风俗存在的差异，但在“服事制”观念的作用下，“滇受王印”和“置益

州郡”依然可以作为“大一统”书写成立的历史凭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崛起，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逐渐疏

离，但史书中以“遥领南中”作为依据，以此来维系史书中“大一统”书写的完整性。 

因此，汉晋时期史书的书写中强调“夷夏有别”，本身并不会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绝对的影响，同时，在“用夏变夷”的

书写之下，西南族群的汉化就是完成“大一统”书写的必要补充之一。但随着边疆族群开始入主中原，文化的差异对传统“华夏

正统”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史书中的“大一统”书写就开始受到强烈冲击，例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以“礼崩乐坏”来

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强调五代以来蛮夷入主中原之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大一统”衰落现象。42在这一历史经验的指导下，史家

的历史意识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华夷一家”就作为历史意识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补充指导。 

四、结论 

历史意识作为史家回顾历史时的精神活动，对历史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汉晋史书对于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反

映出，史家秉持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夷夏观念的双重影响。两汉以来，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夷汉杂居

已成为基本事实。在这一基本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下，史家逐渐产生了“夷夏有别”和“用夏变夷”两种夷夏观念，并进一步影响

了史家的历史意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王朝国家时代的史书编撰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之下产生的历史文本整体呈现出了王

朝国家时期的基本历史理性：即历史意识与历史规律的逻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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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王朝国家时期史书的历史书写，大多注重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是统治阶层为了塑造自身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必行

之策，也是史学最主要的政治功能之一。汉晋时期，史家对西南族群的书写目的十分明确：历史叙事首先是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合

理性服务的，最核心的目标是建构当代历史的“大一统”叙事逻辑，在此基础上为当代王朝做出统治合理性的解释。“大一统”

作为一种先秦以来的政治理想，具体表现为作为“大一统”国家主体的“王”（天子、王权）与客体的“臣”（民众）和“天下”

（国家疆域）之间关系的长期恒定。在这一宗旨下，汉晋史书以“大一统”作为出发点完成了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诚

然，史家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身份的不同，其对西南边疆族群所采取的叙事倾向有所差异，在具体的书写中呈现出“用夏变夷”

和“严华夷之辩”两种不同路径，但这两种书写倾向呈现出了辩证统一的关系，都肯定了自汉代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以

鉴古喻今的书写方式参与现实世界秩序的建构，形成了在“大一统”思想下的族群书写完整范式。 

从特征上来看，汉晋时期史书对于西南族群的书写，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蛮夷”向“南人”转变的过程；西南族群的风俗既

有与汉俗的融合，又保有区域自身的特点，整体上与汉俗是有差异的，即所谓“异域殊俗”。历代对“蛮夷”这一族群的风土民

俗的书写是随着夷夏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蛮夷与华夏的关系，本质上而言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演进

中，西南族群不断与其他族群产生交融与凝聚，形成了后世的西南诸族，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

在历代史书中也得到了完整的书写和反映——“异域殊俗”“夷夏有别”所反映出的是族群之间文化的“多元”，而“向义慕

化”与“用夏变夷”则将这种差异最终引向了族群文化的“一体”。这种文化层面的族群凝聚本身是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

认同“天下”与王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文化走向一体格局的真实历史轨迹，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又璀

璨多姿的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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